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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凉寺墓地位于山西省最南端的芮城县东北

部，隶属于寺里—坡头遗址，目前保存的范围南北
最长处约 100 米，东西宽约 30～90 米，总面积近
5000 平方米[1]。20 世纪 70～90 年代，清凉寺先后发
现了两批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引起学术界的广泛重

视。2003 年深秋至 2005 年初冬，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与运城市、芮城县文物部门联合对墓地进行了科学
发掘，累计清理史前墓葬 355 座[2]，这是近年来中原

地区发掘面积较大的史前墓地。发掘地点在清凉寺
大殿东北侧墓葬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所有墓葬皆为

土坑竖穴，但规模可分为大、小两类；分布区域分为
西、中、东三个部分；根据墓葬之间的打破关系，又可
分为四期[3]，其中第一期没有发现任何随葬品，而第

二到第四期则出土了大量特征鲜明的玉器。这是迄
今为止中原地区发现随葬成批玉器年代最早的墓

地之一。所出器物蕴含的文化信息极为丰富，对研
究新石器时代社会阶层的分化、精神文化的进步、
人与人之间较早的等级区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对该墓地出土的部分玉器反映的一些问题

作粗浅的探讨，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墓地发现玉器的质量、数量、种类

清凉寺墓地第二到第四期约三分之一的墓葬

有随葬品，其中主要是玉石器。器物的种类较少，分
为璧、环、带孔石刀、钺、长方形玉器、玉琮、兽头状饰
品等类别，出土时分别位于头部、臂上、下腹部及其
他位置。随葬品数量的多少、质地的优劣、种类的不
同，反映出墓葬下葬时间的差别，与死者生前的地

位和财富也有某些联系。
从随葬玉器的组合情况来看，不同阶段的墓葬

中玉器的种类、质量有着明显的区别，除下葬时间
先后有别外，还反映着死者生前财力、权力的差距。

在属于第二期的墓葬中，种类主要是钺、多孔刀和
璧、环等，有一些器物不见或很少见于第三期，但整
个器物远没有第三期的同类器物精致。特别精美的
器物一般都出土于第三期的大型墓之中，如M52 出

土有质地良好的玉琮，M100 出土的玉牙璧、M87 出
土的玉虎头、M29 出土的玉环、M146 出土的凸缘六
边形器、双孔石刀、玉梳形器、M150 出土的玉方璧、
M155 出土的双联复合玉璧和其他品位较高的器物。
第三期出土的器物不仅说明了墓主人的富有，而且

显示了身份的高贵，这是该墓地入葬者最强盛时期

的代表。第四期除个别墓内随葬玉器外，一般仅有
人骨，是该墓地的最晚一批墓葬，是否全部属于同一

时期还不能确定。
同一阶段随葬器物的种类虽然比较固定，但器

物的数量在每一个不同的墓葬中却有明显区别，从

1件到 16 件不等，说明基本属于同一时期的死者之

间可以划分出不同的等级，那些有较多玉器随葬的

墓葬应该就是当时的上层人士。将随葬器物的数量
作为等级划分的标准，这一在后来历史时期十分流

行的理念至晚从这一时期已经形成了。

二、墓葬出土器物的分析

从整体上来说，清凉寺墓地出土的器物多素面

无纹，缺乏神秘性，但不同器物的特点十分突出。器
物在墓葬中的位置、不同种类的形制都与其使用方
式和所包含的意义密切相关，是我们认识这些器类

的重要线索。下面我们对不同器物的形制和出土情
况作一些分析。
玉石刀、钺：刀和钺是从日常使用的生产工具、

武器改进而来的，已非实用器，而是作为一种礼器，

成为身份的象征。其主人死后将它们作为贴身的随
葬物，后来，这种现象逐渐形成了一种制度，并赋予

山 西 芮城清凉

寺 墓 地 出 土 玉 器 浅 说

马金花



4 文物世界 wwsj 2009.3

文 物 论 坛

精神性的意义，于是，一种象征权威与财富的玉兵

产生。清凉寺出土的刀和钺基本没有使用痕迹，至
少有一部分已经脱离了其初期的功能，具有了礼器

的性质。
刀：清凉寺出土的刀，质地多为普通岩石。大多

数刀呈长方形，多为双面刃，两侧边磨去边角。器孔
均位于刀的近背部处，孔数全部为单数，有单孔、三
孔、五孔、七孔、九孔等，其中七孔刀个体最大，长达
37 厘米。孔用圆头钻单向直钻，周边留有螺旋痕及
朱砂，孔底穿透处均见崩裂痕。长边刃部多数内凹，
有的留有朱砂痕，也有少数器物的刃部弧凸。在西
部的齐家文化、石峁类型发现的多孔玉刀的长度常
在 50 厘米以上，与之相比，清凉寺墓地的器物短了

些，或许是年代较早或地域性特征。M146 出土有一
件长条状双孔石刀（图一），此种形制的器物在清凉

寺仅此一例。在临汾下靳墓地出土七件[4]，分别出土

于七座规模较大的墓，四座明确有棺，其中二座还

有壁龛，由此可以看出，双孔刀在下靳墓地中的特

殊地位。这类器物出现在清凉寺第三期，反映了临
汾盆地古代文化对中条山地区有较大影响。
钺：钺由斧发展而来，初为兵器，后发展为权杖，

是宗教、军权乃至政权的象征。清凉寺出土的钺，器
形大多宽扁，一般多为一孔，个别有两孔。双孔钺在
大汶口文化早期的王因墓地就有出土 [5]，大汶口文

化中晚期都有发现。值得注意的是，清凉寺出土的
钺多伴有长方形的石器，长方形石器上的孔与钺的

孔相对应。根据南京金坛三星村出土钺[6]分析，钺与

长方形器之间存在一件长条状的有机质柄，长方形

器乃木柄上之装饰，故玉钺应作为权杖使用。此外，
清凉寺出土钺的上部两侧带有磨下的对称豁口，比

较特殊，估计是为了在装柄时绳索通过钺上的孔，

使柄捆绑得更加牢固。
璧、环：璧的基本造型为圆形片状，中央有圆孔。
关于玉璧的起源有不同的认识，其中主要有以下三

说：环形石斧、纺轮、仿天之圆形。玉璧的功能众说
纷纭，或作为装饰物，或作为仪式之法器[7]，或作为避

邪之护身符。大型的环形玉器也许是执行某种仪式
的人手上所握之法器，后来才演变为象征神之物。
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广袤的中华疆域上，许

多区域性的文化中，都有玉璧发现，是所有玉器中

分布最普遍的一类器物。由于雕琢技法较原始，初
期的玉璧圆度不够周正，有的器表有切割时留下的

锯痕，中孔上、圆周边也留有制作的痕迹。

在清凉寺墓地出土的璧既有一般形态的圆璧，

也有呈圆角方形的璧，甚至还有镶嵌绿松石的不规

则玉璧，四牙璧也较为特殊。从出土部位看，璧和环
多套于手腕或小臂上，所以其功能应该主要是作为

佩饰随葬的，这一点与良渚文化中大量的小孔玉璧

有根本的不同。从制作工艺来看，玉璧中部的穿孔
几乎全部是用管钻的方式，并且以单面管钻占大多

数，部分玉器孔周入钻台面和孔内壁螺旋形钻痕十

分清晰。
多联璜：这类器物为山西史前玉器的一个显著

特色 [8]。它是由两个以上的璜形玉片围成一圈组合
成璧的形状，根据璜片的数量不同，可以分为二联

璜、三联璜、四联璜、五联璜、六联璜等，也有学者根
据出土时的形状称其为玉围圈 [9]。各节璜片两端穿
孔数量不尽相同，其中以一端一孔，一端两孔者最

多；其次为两端各有一孔者，个别为两端各有两孔。

图一 M146 双孔石刀

图二 M155 复合玉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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璜片缀连时，大多以两孔的一端与另一件璜一孔的

一端相互连接。清凉寺出土有两联、三联和四联璜，
部分器物就是先制作成璜之后再利用成形对开法

将其分割，从器物的纹路就可以看出来（图二）。这
些璜既可单独使用，也可以相连接成联璧。
清凉寺墓地还发现有的玉璧叠加在一起套于

手臂上，如 M4、M54、M82 等；也有几件璧叠放在一
起的情况。根据它的出土位置，我们推测其作用应
该是作为装饰品使用，与良渚玉器所蕴含的社会性

有所不同，它们所蕴含的宗教意义已相对淡薄，而

更注重于财力、权富等世俗观念。
琮：清凉寺墓地出土有两件玉琮，这不仅是晋

南，而且也是中原地区年代最早的玉琮。M52 出土
的玉琮（图三）四个侧面均有两条上宽下窄的直线

凹条槽，单节、四面平直、光素无纹，整体风格与齐家
文化比较一致。

三、与周围地区的文化交流

清凉寺墓地出土玉器所属的史前时期，各地的

文化面貌千差万别，但从黄河到长江流域，甚至北

起大漠、南达岭南的广大地区均有玉器发现，这些
不同风格的器物构成用玉的全盛局面。中原地区作
为史前时期的文化中心之一，并且最终成为文明起

源的核心区域。清凉寺墓地地处中原的中心地带，
从庙底沟二期文化时期开始，周边各种文化因素和

理念就在这里汇聚，所以清凉寺出土玉器与周边文

化存在诸多联系，彼此均有许多文化上的共同点。
1. 与江汉平原的文化交流

清凉寺 M87 发现了两个虎头状的小饰品（图

四），器物小巧精致，遍体洁白，雕刻手法细腻，惟妙

惟肖，散置于经早期扰乱过的墓室底部。在湖北天
门市石家河肖家屋脊遗址 6号瓮棺出土有十几件虎

头形玉饰 [10]，W6：53 玉虎头与清凉寺发现的饰品相

似，皆为圆雕，耳廓为叶形，圆目，眼球凸出，颧骨较

高，鼻端延伸至下侧，两侧有对钻遂孔，左右贯通。
清凉寺还出土有玉管，其中M149 有两件，M100 有

一件，形制与肖家屋脊出土玉管的第一类比较相似，

基本呈现中间略细、两端稍粗的造型，只是器表没有
凸棱纹。
关于玉虎头的功用，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在

前掌大报告中称其为笄帽[11]（M40：12、M120：49），肖
家屋脊报告中推测为缀于织物表面的装饰品 [12]，而

在史密森宁玉神面上则是在柄形饰底端雕有玉虎

头[13]，或许它也可以装饰在柄形器之类物件的底部。
晋南地区不同时代墓地中均出土具石家河文化

因素的玉器，其中有襄汾陶寺的玉兽面[14]、芮城清凉
寺的玉管、曲沃羊舌的玉神人兽面[15]及晋侯墓玉璜

上的玉虎[16]等。这些现象决非偶然因素，何弩先生在
《陶寺中期大墓 IIM22 出土玉兽面蚩尤神像来源简
论》一文中谈到：与陶寺文化早期同时的山西垣曲东
关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遗存中的红陶斜腹杯、
缸、斗笠形器盖等都是典型的肖家屋脊文化因素，两
地早已有了文化往来。上述器物的存在说明这个传
统一直延续到东周时期[17]。
2.与良渚文化的关系

在清凉寺坡头的玉器中，除绝大部分为好径较

大的玉璧外，还有约三分之一的玉璧好径较小，有的

只占外径的五分之一甚至七分之一。从璧的外径、
好径、厚度和肉的剖面形状诸方面来看，更接近良渚
玉璧的作风[18]。
琮类器物起源于良渚文化，清凉寺玉琮外表的

凹槽可能是仿良渚文化玉琮中间的直槽有意刻上图三 M52 玉琮

图四 M87 虎头玉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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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一理念必然源自太湖流域。中原是东南地区
文化对西北地区传播的中介，清凉寺出土的玉琮代

表不同区域文化之间交流的中间形态。
3. 与山东龙山文化的关系

清凉寺M100 墓地出土了一件较为特殊的四牙

璧（图五），略呈方形，在以前收集到的玉器中也有

一件只存一齿的牙璧。此类器物临汾下靳村墓地也
有发现[19]，但器形甚小且制作欠精。牙璧的造型曾见
于山东胶县三里河[20]大汶口文化晚期及龙山文化墓

葬，临朐朱封龙山文化墓地附近也采集到一件[21]，海

阳司马台遗址[22]、五莲丹土墓地[23]等都有出土。因此，
我们认为：山西发现的这类器物与黄河下游地区的

大汶口、龙山文化有着一定的关联。
清凉寺M150 出土了该墓地唯一的一件方形璧

（图六），外方内圆，这种器物在大汶口文化的山东

茌平尚庄[24]、邹县野店[25]等遗址均有发现。因而，清
凉寺部分玉器与东方文化的西渐具有密不可分的

关系。
山东地区龙山文化的绿松石镶嵌技术比较发

达。临眗朱封出土的绿松石薄片达 980 多件，做工精
美的绿松石坠饰竹节形玉笄[26]，左右两端镶嵌有四

个圆形绿松石。清凉寺M100 复合玉璧上镶嵌有绿
松石，应该也是受东方文化影响的结果。
4. 与红山文化玉器的远程文化交流

清凉寺墓葬随葬的玉石器中有一些造型与东

北的红山文化器物相似。如M146 出土的梳形玉饰
（图七），无论其形制，还是工艺，都很接近红山文化

的玉器风格。另外，以前收集到的玉环内缘为弧状
边，外缘为薄直边，底面平，另一面呈弧形凸起，也显

现出红山玉器的作风[27]。而前述M150 出土的方形玉
璧远在辽宁的三官甸子[28]、牛河梁[29]、黑龙江新石器
时代亚布力遗址[30]也有发现，因此清凉寺墓地的玉

器中存在着来自东北地区的文化因素。
以上这些方面充分表现出史前时期各考古学文

化之间的趋同性与融合性，各地考古学文化的互动

是我国史前玉器发达和繁荣的根本原因，而不同地

域的文化因素汇聚中原使这一地区在中国文明起源

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四、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意义

我国古代居民对玉器十分重视，早在新石器时

代初期已经开始制作和使用较精致的玉器了，经过

数千年的发展，在进入阶级社会后，贵族们不仅在重

要的场合和仪式上使用或摆放这类器物，表明其不

同的身份和仪式的庄重，而且在死后也将具有明确

礼器性质的器物作为随葬品埋入墓穴。

图五 M100 四牙璧 图六 M150 方形璧

图七 M146 梳形玉饰

文 物 论 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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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器是用来明贵贱、定身份的标志性器物，它
们所表现的族权、神权、军权三权一体化是王权的
雏形。它们代表了中国传统“礼”和“礼制”的初期形
态，古文字“礼”的本意就是“以玉事神”，这是中国历
史、文化史有别于西方历史、文化史的一大特色。
清凉寺墓地出土的 200 余件玉器，种类虽然较

少，但其中的琮、璧、钺、带孔石刀齐全，数量从 1 件
到 16 件不等，皆属于礼器的范畴。
阶层、阶级的区别是古代文明到来的重要标志

之一，清凉寺墓地发现墓葬的规模较大，存在着较

普遍的殉人现象，墓内随葬器物也有着十分显著的

差别，将墓地中不同死者的身份差别表现得淋漓尽

致，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了十分明显的阶层分化和阶

级对立。而玉器又是随葬器物中最具有特色的代
表，解析这些玉器蕴含的内涵是我们释读“中国文
明起源”这一重大课题的重要方面。
清凉寺墓地还反映出长江流域、黄河上下游地

区文化对中原地区文化的影响，各地文化因素汇聚

中原是这一区域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清晰地说明

了文明时代至晚在该墓地代表的时期已经起步，甚

至有可能比较成熟了。
在写作本文过程中薛新明先生给予很多宝贵

意见；在玉器的观摩中范文谦、王金平、海红玲等给
予支持帮助，谨致谢忱！

[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工作站、芮城县
文物局《山西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发掘简报》，《文物》
2006年第 3期。

[2] 薛新明《文明从这里升起》，《发现山西———考古
人手记》，山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由薛新明告知。
[4] [19]下靳考古队《山西临汾下靳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1998年第 12期；山西省临汾行署文化局、中国社
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临汾下靳村陶寺
文化墓地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9年第 4期。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济宁地
区文化局《山东兖州王因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
古》1979年第 1期。

[6] 王根富《金坛三星村出土文物精华》，南京出版社，
2004年。

[7] 邓淑萍《故宫博物院藏新石器时代玉器研究之
一———璧与牙璧》，《故宫学术季刊》1987年 5卷 1期。

[8] 马金花《山西史前玉器刍议》，《中国玉文化玉学论

丛·四编》，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
[9] 杨美莉《联环形玉器与西北地区的玉器切割》，《汾
河湾———丁村文化与晋文化考古学术研讨会文集》，山西
高校联合出版社 ，1996年。

[10] [12]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
所、北京大学考古系《肖家屋脊》，文物出版社，1999年。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滕州前掌大墓地》，
文物出版社 ，2005年。

[13] Alfred Salmony,Carved Jades of Ancient China,
Gillick Press,Berkeley,California.1938

[14][17]何弩《陶寺中期大墓 IIM22出土玉兽面蚩尤神
像来源简论》，《鹿鸣集》，科学出版社，待发。

[15]林继来、马金花《论晋南曲沃羊舌村出土的史前
玉神面》，《考古与文物》待刊。

[16] 李月媚《一件西周时期改制过的石家河文化玉
器》，《玉文化论丛 1》，文物出版社、众志美术出版社，2006
年。

[18] 陶正刚《山西芮城县坡头遗址出土玉器与良渚文
化关系的研究》《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紫禁城出
版社，2005年。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胶县三里河》，文物
出版社，1988年。

[2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临朐县文物保管所《山
东临朐县史前遗址普查简报》，《海岱考古·第一辑》，1989
年。

[22] 王洪眀《山东省海阳县史前遗址调查》，《考古》
1985年第 12期。

[23] 杨波《山东五莲县丹土遗址出土的玉器》，《故宫
文物月刊》1996年第 5期。

[24]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茌平尚庄新石器时代遗
址》，《考古学报》1985年第 4期。

[25] 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邹县野
店》，文物出版社，1985年。

[2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工作队《山东临
朐朱封龙山文化墓葬》，《考古》1990年第 7期。

[27] 高炜《芮城坡头遗址玉器浅说》，《坡头玉器》，《文
物世界》，2003年增刊。

[28] 李恭笃《辽宁凌源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
告》，《考古》1986年第 6期。

[2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辽宁牛河梁第二地点一
号冢 21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7年第 8期。

[30]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黑龙江尚志县亚布力
新石器时代遗址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8年第 1期。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文 物 论 坛


